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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与技术创新范式的改变，区域化创新政策要求大学通过知识创新成为区域创新系统（RIS）的关键驱动力，同时也对传统的协同创新模式提出挑战。组织模式是协调组织与环境的重要工具，通过组织模式创新可以使大学与区域更好地协同创新。基于此分析框架，对德国基于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旨在推动大学与区域协同创新的“研究园计划”进行研究，可为我们建设国家创新系统、各具特色与优势的区域创新系统、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目标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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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aradigm for advanc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hanging,  universities are required to be the key driver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through knowledge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Such a trend could challenge traditional synergy innovation forms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region. Since science organization form is an important management tool in the alignment of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al forms innovation could promote regional engagement of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is conceptual framework, we can conclude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 Campus Program (RCP) in 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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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基于科学的特征增加了技术和产品开发的复杂性，这导致产业部门对基础知识的新需求，企业不仅要关注短期市场需求，更要关注长期市场开发。这一趋势带来产业与研究机构合作模式的改变，因为实现关键技术突破需要进行长期研发投入，但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知识、资本）通常不足以处理未来科技创新的复杂性。此外，创新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显著的 “市场失灵”、“组织失灵”，乃至宏观上的“系统失灵”等问题[1]。创新范式的现代转型提出了大学与企业参与协同创新并不断提升协同层次的要求[2]。为应对未来经济与社会不断涌现的新挑战，如气候变化、老龄化社会、食品安全、经济危机与衰退和绿色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推动科技创新政策改革。基于此，中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等重要科技创新政策，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如产学协同创新），在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与此同时，具有全球制造业领先地位的德国也实施了相关科技发展战略项目，如“研究园计划”（Research Campus Program,RCP）。这些科技发展战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推动大学与企业以及其它创新主体深度交互，实现大学与区域协同创新。
然而，如何实施好这些科技战略项目，各国都还处于探索阶段，因为，技术变革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间的差异越来越不明显，这种变化要求改变公共和私人研究间的研发和创新分工，也要求他们采用新的组织模式进行合作[3]，这必然对传统的大学促进区域发展模式提出新要求和挑战。此外，由于组织模式是协调组织与环境的重要工具[4]，在新形势下创新大学融入区域创新系统的组织模式将是实现大学与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途径。所以，本文将从大学知识创新与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视角，通过对德国大学与区域创新系统协同发展的案例研究，希望为我们构建“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系统”，建设国家创新系统与创新型国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2.理论基础
2.1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创新系统的概念最初应用于国家层面，尽管国家创新系统是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5]，其理论与实践在不断取得丰富成果，但同时也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6]，认为这一在国家整体层面进行分析的创新系统方法可能存在不完善之处。他们指出，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大部分交互行为发生在区域层面[7]，一个国家（特别是传统和发展中经济体）内的区域和产业存在多样性，创新绩效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于区域之间，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和马萨诸塞州的128公路，中国的北京和深圳。
由于传统的区域发展模式和政策存在明显缺陷，以及世界上很多区域出现了成功的企业和产业集群，主要关注区域层面创新绩效比较和分析的区域创新系统方法开始受到重视[8]。该方法强调邻近（Proximity）、集聚（Agglomeration）、集群（Clusters）、惯例、标准、交互创新以及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本地嵌入等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创新是一个演化、非线性和交互的过程，不同创新主体（如企业、大学、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等）间频繁交流与合作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特别重要。
此外，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实质上也是对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并非完全独立于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中存在两个主要的子系统：一个与知识生产有关，另一个与知识利用有关。前者涉及研究共同体，后者涉及产业。这些子系统与全球、国家和其它区域创新系统相连。从广泛意义上来讲，区域创新系统是区域生产结构内支持创新的制度基础[9],主要由企业、研发机构、大学和政府部门等网络化的交互机制构成。由于该系统中的公共活动仍然主要由行政部门进行治理，相关的制度设计是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重要保障[10]。而且，非正式制度环境（如规范、信任和常规等）在促进区域内各创新主体进行交互学习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2  大学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作用

在知识经济时代，尽管人才培养仍然是现代大学的核心使命，但从大学与经济、社会环境互动发展的历史角度来分析，大学不断努力通过科学研究与“第三使命”协同发展来提高知识创新能力，正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特别是大学所在的区域，大学更加融入区域创新系统，积极地寻求互动和知识溢出以使科学研究和商业化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承担催化和激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角色，已成为区域知识创新的策源地[11]。特别是在当今中国区域创新系统转型发展过程中，大学作为区域创新的关键主体，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起着重要作用[12]。除传统的技术转移或商业化（如专利授权和创办企业等）直接作于区域经济发展外，从知识创新视角来看，大学对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通过影响区域知识网络的发展对区域技术创新起到“催化”作用。知识创新是指知识创造和应用交互过程，影响知识创造、扩散、吸收和使用过程的由社会关系构成的网络被称之为“知识网络”。知识网络就是由能够促进或限制个体或组织搜寻、获取、转移和创造知识的社会关系连接的一系列节点。大学是嵌入知识网络的复杂组织[13]，在知识创新过程中可通过构建或影响知识网络对区域创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大学通过嵌入区域创新系统中的知识网络，把区域中技术创新主体和其它支撑主体（如政府和金融机构等）广泛地连接起来，使科研与应用和商业化更紧密地联系[14]，来构建联结起学者、学生和技术人员的社会资本，从而增加本地产业研发经费以促进区域创新[15]，对区域技术创新起到“催化”作用。此外，由于网络中主要节点的特征能够通过整个网络结构改变信息的流动，大学成为区域创新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特征会影响与其相联系的其它网络成员的类型、多样化和位置，从而真正成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建构者来促进区域内组织间的学习。
    （2）通过知识溢出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大学不仅是人力资本的生产者，也是创新过程中隐性知识的主要来源，是能够对区域企业产生溢出效应的科学研究主要机构，那些受到“溢出”影响的企业进而用所获取的知识创造新产品和促进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大学有利于增强区域竞争力、促进创业活动和区域增长，这也是经济学对区域知识生产为何能够成为区域竞争优势的普遍解释。因此，如何促进区域知识发展，以及如何在大学与区域企业网络和其它组织间共享知识，是促进大学与区域创新系统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
3 德国大学融入区域创新系统的组织模式创新案例分析
3.1 案例背景
德国大学与企业的临时或长期合作模式开始于2000年以后，目的是实施对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有重要影响的联合研究活动[16]。该合作发展情况反映在德国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的产学合作经费支出显著增加，从1995年的30亿欧元增加到2010年的57.5亿欧元；与此同时，企业的外部研发经费支出也在增加，从1995年的3.5亿欧元增加到2010年的10亿欧元。这反映了研发的劳动分工，以及现在复杂创新项目的外包特征。附属企业主要从这种外包中获益，但从21世纪初期，其与科学部门的联系强度也开始增加，这些联系不仅基于传统的项目融资模式，也体现出项目合作关系的多样性和其它合作模式，如捐赠、基金讲座、职员交换和临时研究合作等[17]。
德国创新政策对这一发展趋势作出积极回应，教育与研究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BMBF)实施了两个重大基金计划，该计划也反映了国家创新政策对区域层面的关注。首先是“领先集群竞争”（Leading-Edge Cluster Competition,LECC）计划，第一轮开始于2007年，主要目标是在科学与产业之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在德国高科技战略中未来技术领域产生创新成果。
2009年，德国“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Expert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FI）建议政府应该鼓励产业与研究组织进行战略合作，并且为他们进一步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基于此建议，BMBF制定并实施了“研究园计划”（Research Campus Program, RCP）。该计划作为“高科技战略2020”的一部分开始于2012年，是最近德国促进大学发挥区域功能的重大项目之一。
3.2  实施目的
与LECC一样，RCP不关注区域的短期发展，而是通过激发区域研究和技术潜力以实现长远战略目标。RCP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远远超越了目前人们所熟悉的政策干预措施，目的是构建战略层面的长期“公—私”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并从制度和组织方面将这种关系嵌入到某个区域之中，这也是该计划最宏伟的目标。因此，德国联邦政府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政策工具——RCP，来实施和加强有关研究与创新的合作力度。该政策工具的基本假设是，科学与产业界之间的中长期研究合作对于提升德国的创新能力越来越重要。RCP的基本目标可概括为：从中长期战略视角、以公私合作项目在大学校园或研究机构内开展的方式，通过整合资源促进产业与研究组织的合作，从而开发新的研究领域。
3.3 主要特征

RCP的主要特征包括3个方面：邻近——所有研究活动和相关资源集中在一个地方，尽可能位于大学校园或公共研究机构内部，这也是经济地理学家所强调的地理邻近对创新影响的现实反映[18]；对一个主题实施中期或长期研究，而且尽可能集中在一个研究计划中进行，重点关注具有“重大挑战”的研究领域，如能源、汽车与交通和健康与医药等；政府层面的政策干预力度大，具有制度规范性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3.4 参与主体

RCP整合了科学与产业界与未来导向相关的主要研究力量。来自产业界的多个企业是“研究园”（Research Campus，RC）的组成部分，其理想模式主要是中小企业。然而，现实情况是大企业（跨国公司）则是RC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当然，该“研究园”须有来自科学界的一所或多所大学加入；此外，一个或更多的非大学所属的研究中心也应参加。目前，德国有10个不同的RC正在运行（见表1），它们是通过竞争选出的。
                 表1   德国“研究园”概览
	研究园名称
	研究目标
	位置

	有益于下一代汽车的研究环境
	支持未来交通可持续发展；多功能复合材料
	斯图加特

	连接技术
	未来智能家庭和网络化生活；基础技术开发，交互模式和商业模式在家庭环境的新应用
	柏林

	数字光子技术产品
	激光应用于与未来交通、能源、健康和信息技术有关的复合材料的生产和构造
	亚琛

	未来电网
	环境友好的可持续能源技术；直流电压功率转换的研究
	亚琛

	通过智能网络和电动汽车连接的可持续能源汽车开发
	能源技术方法与交通和城市概念想连接的集成研究
	柏林

	感染检测
	促进对感染和微生物污染进行高效和快速的现场检验的技术组合开发
	耶拿

	曼海姆分子干预环境
	与癌症治疗相关的分子医学干预环境开发的长期持续研究战略
	曼海姆

	数学优化与数字分析实验室
	物流和医学技术中复杂流程的模拟、仿真和优化研究，主要目标：网络、系统和相关流程的优化，如与铁路运输、石油汽油维护或医学诊断相关的技术
	柏林

	开放混合实验工厂
	关注混合轻型建筑研究；创新型大规模建筑和轻型建筑材料的新处理技术开发
	沃尔夫斯堡

	图像引导局部治疗方案中心
	RC开发和优化医学微创方法的成像技术；主要关注肿瘤、神经学中重要的且普遍的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
	马格德堡


注：根据德国“教育与研究部”网站资料（www.bmbf.de）整理
3.5 资助经费
遴选出的每个RC每年将收到100万至200万欧元的资助，整个资助期为15年，因此，10年间各RC平均得到的普通研究资金可达2 000万欧元。此外，企业与其它参与到RC的合作伙伴必须作出重要贡献，至少等同于公共资金。
3.6 运行模式
大学融入到RC之中，把新研究计划作为提升它们研究能力的重要机遇，同时可获得区域内外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声誉。后者与很多大学增强其融入区域程的目的非常一致。然而，像RCP这样的联邦项目并非只属于个别企业和大学，而是对其它大学和企业起到引领作用，使它们来模仿成功的RC。此外，虽然RC以区域为重心，但不会阻止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国际化，而是将其作为增强某个具体领域中具有竞争力的长期持续研究能力的一种措施。
像RCP这样的新项目，对大学和企业提出全新的要求，包括结构、阻止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等，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产学双方合作必须满足哪些前提条件？哪些组织结构合适？哪些障碍需要克服？从对目前对这10个RC的分析来看，它们的合作方式差别很大，主要体现在对合同模式（如知识产权机制）或组织模式等方面的选择上。参与到RC的大部分技术型大企业在区域和国家创新系统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行政机构和领导的整个研究战略，以及与商业活动相关的创业管理是大学参与到RC的驱动力，这也为产学合作打下深厚基础。这些管理和治理的部分能力可表现在议程设计和融入区域活动的协调等方面。
与美国或英国这样的国家相比，RC公私合作关系模式对德国大学来说是个新现象。德国的一些大学尽管在RCP之前已经建立了公私合作关系，但几乎都没有以RC这种综合的方式进行，因而，RCP目前正在试验不同的组织模式。
4  结论与启示

德国与其它国家的最近发展表明，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支撑，大学与区域协同创新是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关键力量。由此，我们看到几种发展趋势：一是，为应对未来经济与社会的挑战和科学技术创新范式的变革，区域创新体系中除传统灵活、临时的以项目为基础的产学合作关系外，更长期的能够融合多方需求和制度化产学合作关系日益得到重视，与之相关的组织模式也应进行创新，“边界渗透和资源集中”已成为大学与区域协同创新的基本战略[19]，如RC计划下通过公共资金加强战略性“前竞争阶段研究”，带动私人研发投入增加和产学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二是，在创新政策区域化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越发期望大学融入区域发展中，并通过大学与区域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创新，使大学知识创新能够对区域创新起到关键的催化作用；三是，大学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促进区域创新发展作用的潜力挖掘影响很大，因为政府资助对产学合作关系维持及效率提升具有长效的正向影响[20]，它能够促进科学与技术的合作和转化，以及鼓励企业从事风险项目，而不是纯粹增加专利数量。

目前，中国大学的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不高，产学项目合作中短期项目合作居多,规模仍较小[21]，政府参与程度不高[22]，缺乏战略层次的合作[23]。我们要在全球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应集中各方资源优势，实施中长期产学战略合作，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进行深度合作；此外还要注意组织模式创新，从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层面推动大学融入区域创新系统发展中，实现知识创新与区域创新的战略融合。我们正在实施的“2011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在进行相关的组织模式创新，譬如中央政府通过颁发新的科技创新政策，激发大学、企业和地方政府积极、创造性地开发协同创新的新组织模式。各级政府、大学与企业都应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目标，积极地进行相关制度创新，探索和创新能够融合各相关利益者需求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的战略融合，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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